債務償還、質變與掌權

曾澍基 (22/6/03)
宏觀來看，筆者認為2003年爆發的非典型肺炎疫潮是中國經濟發展失衡、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社會現實的重大警號。香港雖在「一國兩制」底下，地理跟大陸的鄰近、經濟及社群的密切交流將意味特區無法獨善其身。况且，香港本身亦面對不平衡發展的難題。

中國政府終於像温家寶總理所說：「面對現實、面對世界」。但是，單靠中央下令、動員群眾的傳統方法，是否使疫情真正受到遏制？仍有待觀察研究，因為世界衛生組織也要花時間去理解為何病例在5月後期轉現急跌。地方基層起於恐慌而各施土法自保，可能屬重要原因。至於未來中港之間會否出現非典第二波？或其他致命的疫症？我們更不應掉以輕心。

非典是香港一塲前所未見的戰役，夏初疫潮第一波似乎退却。我們能不能有效控制危機，取得持久的勝利及安寧？答案要看天，又須靠市民齊心，保己利人，謹守衛生及公德，莫因暫時的平復而鬆懈。此外，未來可否防止其他疫症爆發，亦視乎大陸的發展和改革。

SARS的源頭大概就在珠江三角洲，但香港公共衛生環境差勁明顯是特區出現牛頭角下邨以至淘大花園式的社區感染，繼而傷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其實，香港過往的高速發展，隱藏了大量社會的與個人的成本。這些成本性質上是「未完之稅」、向歷史與大自然拖欠的「債務」。(註一)
公共環境惡化乃明顯的現象。香港的城市建設舉世觸目，媲美曼哈頓，但我們以往對環保的要求很低。借來的時間下的借來地方，未想過會變成曼哈頓，故此發展商和建築商可以比較隨便(包括被容許推出淘大花園一類的狹窄天井設計)。疾病只重醫治而輕視防預，亦屬短視的後果。另方面，殖民地的過客心態、貧富懸殊引致低下階層的憤懣，帶來份位認同的異化與公德的磨損。對自身以外環境的忽視甚或糟蹋，根本反映了對群體缺乏投入及担。

九七前香港的增長模式是難以持續的。SARS可算雪上加霜。要面對難關，香港必須取得共識：以往的風光乃「異常現象」，我們於過去借用了未來，現在是償還時候。群體內每一個成員都應該把對「量」的要求和預期降低，過些相對「簡樸」的生活，轉向「質」的追求，包括環境衛生的改善，以及預防與醫療並重。

疫潮顯示：不理環境代價的短期謀利、違反公共衛生的自快行為(例如隨地吐痰和亂拋垃圾)，最終要面對嚴重後果。問題卻是，後果的承担與先前的責任不一定對稱。過往毋須付出或者低付了成本因而發達的「已富人士」，責任怎樣界定？他們應否作些超邊際的補償？未曾「風流」的，應否「折墮」？

「追究」永不容易，特別是香港所需作出的那種規模。「清潔香港」、重罸「垃圾蟲」算事小 (當然仍有五分鐘熱度的可能)，找出與懲治持續的污染者和生態破壞者却困難得多。

至於應付非典疫潮中醫管當局的缺失，要搞清楚責任誰應担，更面對這個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無果」的劣習。慘痛教訓之後，特區高層實在不能再混下去，有必要挺身而出，贏取民心。錯誤應當立即糾正，定須嚴懲。假如政府決策層可以如此不須負責，威信根本無從建立，遑論引導社會整體去償還舊債，迎向將來。

特區的政治框框與大陸的「非民主」制約影響了香港的社會生態。想再造群體和諧的局部均衡，以應付危機及挑戰，必須使各界別積極投入政策的形成與推行過程，令利益團體分擔成本、分享成果，同時讓中低階層有上進希望和抒發途徑。

精英主義、優才體制只能對政府的認授性作出部份補償，况且此一構想在香港的落實又嚴重走樣。無論如何，要服眾，決策過程的群體溝通與基層交往非常關鍵。改良公共衛生意味份位認同的重新建立和公德的增强，以至過客心態的扭轉。就此，低下階層其實面對困境。週遭建設差勁及人際關係疏離，個人的「守行為」無助於改善大局，不少居民就索性放任自流，結果形成了「環境劣——個人不衞生——環境更劣」的惡性循環。單靠懲罰並非善法，因為監察成本高，亦未必能特久；故此，有需要通過基層某一程度的掌權(empowerment)，讓他們自助自管，互勵互勉，促成行為與環境的良性循環。

很可惜，香港的管治方式異常集中化，尤其在「殺局」之後。政府應該通過財政資源的加強和決策權力的下放(devolution)，令基層政體如區議會在日常生活自我管理、社群發展及共識孕育方面的作用可以提升。城市分區放權根本便是國際趨勢。同時須擴闊公民社會，催化各種非政府機構(NGOs) 的群體凝聚和提供服務的能力；並應賦予它們足夠的支援，使之可對宏觀政策作出有水平的貢獻。(註二) 以私營居住環境來說，業主法團的成立與强化對物業管理公司的控制及監察十分重要。(註三) 否則，住客愛理不理，想理難理；管理公司若非散漫，便屬有心無力(要改善環境的費用提議被拒)。淘大花園無疑是個慘痛例子。

不過，政體的廣義民主化只屬挑戰的一部份，公民社會的發展也要靠市民和眾多小群體(包括民間組織、傳媒、界別團體、以至利益組合)的各自努力。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形勢底下，這可能更為重要。增强了歸屬感與自覺可以影響他人的市民，對公眾衞生及群體環境當會更為注重、珍惜。

香港除了要償還「債務」、理順生態衞生之外，更須為經濟重新定位，進行「再創業」。核心問題在於：經濟往何處去？那些行業算是火車頭？相關的難題涉及：人力的素質會不會提升？怎樣維繫勞動供應與需求的平衡？紓緩結構性失業和其可能引發的社會錯序和危機？如何搞有效率的「二元經濟」？

這裏只想討論一點。香港在非典逆境中展現了素質及信用優勢，可算難得。它們是本地幾代人辛苦累積的重要資產，經濟要再起飛，應該善加利用。簡言之，特區經濟需要進一步「質變」。

疫潮悲劇地反映出，藥物研製是香港其中一個可行的「龍頭行業」。其實不單是藥品業，其他諸如醫療服務、科技產品與軟件開發、高質素的金融及專業服務等，人才素質和信譽都十分重要。(註四) 就金融服務來說，香港的資本市場開放予大陸企業，同時作為「受託者」(agent)的機構應該提供嚴格的、有效的監管，促進國企與民企改革，這方面特區的優勢遠高於內地，有助減低其發展成本。(註五) 不幸地，中銀事件令香港的監管當局受到批評。它們實有需要予以檢討，保障特區的可信性及聲譽；亦應該跟內地對等機構加强聯繫和協調。

非典型肺炎疫潮是中港不平衡發展所引發的一種生態警號。要面對就必須認真檢討兩地的發展策略，所牽涉的也遠超狹義的醫學或經濟考慮。在很大程度上，香港難以獨善其身。但是，特區的某些歷史優勢，是無理由讓之自動報廢的。如果香港可以闖過非典這關，同心協力清理環境，醫療與防預並重，起碼可以減低未來衝擊的傷亡及代價。信用優勢能夠保持的話，以素質作為主要內涵的行業亦有一定的發展機會。

當然，能否過關仍靠我們奮力自强；而機會，則不會存在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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